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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前往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的访客进行调研, 使用新生态范式量表, 运用 K-means 聚类

分析、方差分析等定量方法, 探析游客对在野外生境中接触海豚的环境态度及差异性, 主要结论如下。首先, 

受访者样本总体环境态度分为三类: 近人类中心主义、近生态中心主义和立场中立者, 样本总体的环境态度

归属近生态中心主义。其次, 不同环境态度群组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具有差异性。人口社会学特征中, 性别和

学历在环境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不同年龄、收入和家庭状况对环境态度无显著性差异( p≤0.05)。

最后, 旅游行为中旅游经历、信息来源途径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差异, 旅行同伴、消费额和停留时间对环境

态度无显著性差异; 重游意愿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性差异, 满意度无显著性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野生

动物旅游者特征和理解人与野生动物接触的复杂过程, 对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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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site is the Dolphin Discovery Center (DDC) in Bunbury, Australia. Based on New Environ-

mental Paradigm, combined with cluster analysis and variance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extent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 for DDC and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axonomie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wildlife tourists are classified into anthropocentrism, 

neutrally and ecological-centre. Wildlife tourist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re ecologically-centered. In addition, 

touris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re examined. Gender and education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on-consumptive environmental attitude (p≤0.05). Age, income and family status all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attitude (p≤0.05). Last, travel behaviours, information source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illingness to revisit hav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nvironment attitude 

(p≤0.05), and travel companion, spending and time stayed and satisfaction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is study is likely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wildlife tourists and the complex process of tourists’ 

interaction with wild animal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wildlife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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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指旅游者在野外生

境中不以改变野生动物为目的观赏活动(如观鸟、

海洋观鲸鱼和海豚等)[1]。这种形式的旅游活动不

仅满足游客在野外生境中接触野生动物的需求, 而

且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较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生境 ,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 [2–3]。澳大利

亚野生动物资源丰富, 原始生境保育较好, 野生动

物旅游活动受众广泛。据统计, 32%的国际游客受

野生动物的吸引而前往观光[4], 18.4%的国际游客在

是否来澳大利亚的出游决策中受到能否体验野生动

物旅游因素的影响 , 67.5%的游客表明在旅途中很

想观赏到当地的野生动物[5]。野生动物旅游活动的

蓬勃发展也吸引了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在此方面

的研究起步早, 涉及学科多, 研究成果包括游客体

验、野生动物旅游影响分析以及目的地发展与管理

等方面 , 基本上确立了以“游客体验—物种保护—

目的地发展”为核心的研究框架 , 且具有明显的环

境价值取向特征[6]。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涉足尚少, 

少数文献中较多关注产业现象描述, 缺乏对旅游者

的关注, 基础理论研究严重不足[7]。 

野生动物旅游的开发首先要以保护野生动物和

其生境为前提, 维护生态平衡, 促进野生动物旅游

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不

能只追求游客数量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更要

关注游客质量的提高, 追求有利于旅游资源和生态

环境的保护、优化和可持续利用的内涵式发展模

式 , 选择对生态环境负责任的高素质的旅游者 [8]。

野生动物旅游中的诸多管理方法仍然需要基于自然

科学知识[9], 大量研究证实环境态度可以影响以自

然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可持续发展[1013], 理解环境态

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与环境接触的复杂过程[12–13]。

此外, 人与环境复杂的接触过程使得环境问题和人

们对环境认知之间的检验很重要。研究表明, 对野

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域的认知、态度和参与高

度相关, 并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保护的意愿[14]。环

境态度作为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一直是

以自然为基础旅游研究的热点。 

环境伦理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根据道德关怀

的范围可以分为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生态

旅游者的环境态度比大众旅游者更偏向生态中心主

义, 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者比以城市为基础的旅游

者有更强的环境保护意识[15]。Ballantyne 等[16]运用

体验学习圈理论分析方法, 研究了 4 种不同类型的

野生动物旅游者的游后行为, 发现部分旅游者在游

后日常生活中更少使用塑料袋, 关心所购买的产品

是否损害野生动物, 注意爱护环境和收集有关动物

的信息, 更多地参与环境问题讨论和志愿环境服务

等环境友好活动。除此之外, 旅游者还可以通过导

游解说增长见识, 学习目的地文化, 培养对当地人

的积极态度 , 并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 [17]。研究发

现, 野生动物旅游体验对旅游者的态度及行为具有

潜在的正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 会提高旅游者的环

境态度 [18]。环境态度还可能因为旅游者个性特征

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影响而不同[19]。此外, 在不同

生境和面对不同物种时, 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可能不

同[18], 然而迄今未见对野生动物旅游者环境态度特

征的实证分析。野生动物旅游同样是以自然为基础

的旅游活动, 其环境态度的总体程度还未被检验和

实证。 

本文以澳大利亚海豚旅游为例, 探索分析野生

动物旅游者的环境态度特征及其人口统计学特征 , 

以此促进人们对野生动物旅游者的深入了解, 增进

对野生动物旅游的认识, 从而更好地引导中国野生

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以下简称海豚

中心)位于西澳第二大城市班布里市区 , 距离首府

珀斯南 240 km。海豚中心于 1994 年开放, 是一个

以保护海豚和其生境为使命, 通过旅游、教育和科

学研究, 提供游客在特定野外生境观察和接触海豚

体验的非营利性机构。海豚中心每年接待游客约 6

万人 , 包括海外游客  4 万人和澳大利亚访客  2 万

人。游客在海豚中心接触海豚的方式主要有: 海滩

互动区的海豚观赏、远海游船海豚观赏、远海与海

豚游泳、志愿者旅游等。以上旅游活动的开展都是

在野外生境中不以改变海豚生活为目的观赏活动 , 

因此观赏海豚是澳洲典型的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

旅游活动。 

选择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为案例地的

原因基于以下两方面: 澳大利亚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野生动物旅游在澳大利亚发展较成熟, 澳大利亚野

生动物旅游发展的经验可为我国提供参照和借鉴。

此外海豚旅游是澳大利亚的旗舰野生动物旅游产

品 , 体验性强 , 受众较广 , 是典型的野外生境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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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野生动物接触的旅游活动, 对于检验旅游者的环

境态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1.2  环境态度衡量量表 
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是国际上测量环境态度时经常使用的工具, 用

来测量一个人的生态世界观, 由 Dunlap 等[20]1978

年编制。量表包括 12 个题目, 内容主要测量三方

面: 自然平衡的脆弱性、现实对增长的限制性和人

类中心主义,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21 世纪初

期, 环境问题比十年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为与现

代世界所面临的广泛生态问题保持一致 , Dunlap  

等[21]于 2000 年对原量表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量表

更名为新生态范式量表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在原量表的基础上增加拒绝豁免和生态危

机的可能性两方面内容。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 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为理想, 并且具有较好的建构

效度和预测效度[22–23]。Pierce 等[24]提出, 新环境范

式量表的 12 项内容结构可缩减为 6 项而不影响其

效度。王玲等 [25]在调查修订版 NEP 量表在中国西

部农村的适用性时也提出, 照搬原量表存在较大问

题, 运用时应加以修正, 并提出 6 项结构量表在中

国更具有效度。李燕琴 [26–28]在区分生态旅游者与

大众旅游者曾用 6 问项的新生态范式量表。改进的

NEP 尺度回答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

意、非常同意 5 级构成, 计分分别为 1~5 分。计算

NEP 分数时 , 正面陈述的调查分数直接计入总分 , 

反面陈述则由 6 减去问卷调查的分数之后再计入总

分。新生态范式量表(NEP)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平等

的关系, 是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 广泛运用于检验

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一般环境态度[29–33], 并证明具有

较好的效度[34–35]。 

1.3  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研通过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道德

审批(批准号: 2013/230), 于 2014 年 1 月 6—13 日

在海豚中心现场发放, 且有针对性地覆盖海滩互动

区观赏海豚、游轮观赏海豚和同海豚游泳等不同项

目的访客群体。采取问卷由游客自填、调研人员辅

助解释、现场回收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348 份, 剔

除量表回答不全的问卷 , 共得到  304 份有效问卷 , 

回收有效率为  87.4%。为提高游客的参与积极性 , 

填写问卷的客人均获得一份小纪念品。  

1.4  数据分析方法 
应 用  SPSS16.0 对 数 据 进 行 处 理 。 应 用  K-

means Q 型聚类分析方法, 将游客按照近生态中心

主义、立场中立者和近人类中心主义分类;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Scheffe 事后检定人口社会学特

征和旅游行为对环境态度的差异性。 

2  研究结果 
2.1  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 

在调查样本中, 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63%和

37%), 游 客 年 龄 偏 年 轻 化 , 65%的 受 访 者 集 中 于

20~50 岁 , 此外 , 大约有  9% 的受访者年龄大于  60

岁。85%的游客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下, 硕士及以

上学历占  15%, 伴侣且育有两子女以上的比例高

达 43%, 23%的游客为单身。受访者收入水平中等

偏 上 , 其 中 , 53% 的 游 客 年 收 入 在  5~10 万 澳 元

(26%)和 10~20 万澳元(27%)。收入少于 1 万澳元的

仅占 14%。职业分布比较广泛, 家庭主妇/失业/离

退休人员、学生及企事业管理人员的比例都在 15%

左右, 工人/技工、公务员、企业主、企事业管理人员

的比例在 7%~9% 之间, 军人、农民比例均较少。 

2.2  聚类分析 
已有学者进行环境态度表现程度的分类标准研

究。Tosun[36]提出 , 李克特量表  1~5 等级评分平均

值 小 于  2.5 表 示 反 对 , 2.5~3.4 表 示 中 立 , 大 于

3.4 表示赞同环境保护。此外 , 李燕琴 [27]用量表总

分进行考量, 最高分为 30 分, 中立者的分数为 18

分 , 大于  18 分的表明具有较好的环境态度 , 小于

18 分的表明其对环境不太友好。本研究根据游客

在各个环境态度因素的得分, 对所有的游客进行 Q

型聚类分析。采用 K-means 聚类方法, 经过多次测

试, 发现将游客聚为 3 类比较理想。三组分别命名

为近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中立者和近人类中心主

义。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表明, 3 个类别在 6

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聚类效果较好。依据

聚类分析的结果, 尝试对环境态度的分类标准进行

划分: 新生态范式量表均值得分≤3(总值≤18)为近

人类中心主义; 新生态范式量表均值介于 3~3.5 之

间(总值介于 18~21 之间)为立场中立者; 新生态范

式量表均值≥3.5(总值≥21)为近生态中心主义。 

对环境态度量表的总体表现程度进行分析, 受

访者的环境态度均值得分为 3.802, 总值得分为 23, 

总体上归属偏生态中心主义。3 组环境态度均值得

分为 4.41, 3.36 和 2.79, 其中近生态中心主义的样

本有  199, 超过总样本的  65.5%, 近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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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态度聚类人口统计特征描述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 

问项 
近人类中心主义

(N=38) 
近生态中心主义

(N=199) 
立场中立 
(N=67) 均值 

得分 
维度 变量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A1: 男 (N=111) 21 55.3 62 31.2 28 41.8 3.65 

A2: 女 (N=193) 17 44.7 137 68.8 39 58.2 3.88 

年龄 

B1: 小于 16 (N=18)  1 2.6 12 6.0 5 7.5 4.00 

B2: 16~19 (N=17)  3 7.9 11 5.5 3 4.5 3.75 

B3: 20~29 (N=70) 11 28.9 46 23.1 13 19.4 3.79 

B4: 30~39 (N=70) 11 28.9 46 23.1 13 19.4 3.75 

B5: 40~49 (N=59)  5 13.2 41 20.6 13 19.4 3.88 

B6: 50~59 (N=43)  5 13.2 28 14.1 10 14.9 3.80 

B7: 大于 60 (N=27)  2 5.3 15 7.5 10 14.9 3.65 

教育 

背景 

C1: 初中及以下 (N=2)  2 5.3 0 0.0 0 0.0 2.25 

C2: 高中 (N=110) 11 28.9 72 36.2 22 32.8 3.79 

C3: 职业中专 (N=48) 16 42.1 33 16.6 10 14.9 3.82 

C4: 本科 (N=95)  5 13.2 59 29.6 25 37.3 3.78 

C5: 硕士 (N=30) 11 28.9 18 9.0 8 11.9 3.79 

C6: 博士 (N=19)  4 10.5 13 6.5 1 1.5 4.05 

年收 

入/$ 

D1: 少于 10000 (N=43)  9 23.7 25 12.6 9 13.4 3.74 

D2: 10000~19000 (N=21)  4 10.5 15 7.5 3 4.5 3.90 

D3: 20000~49999 (N=37)  7 18.4 19 9.5 12 17.9 3.65 

D4: 50000~99000 (N=80) 10 26.3 50 25.1 20 29.9 3.76 

D5: 100000~199999 (N=83)  5 13.2 62 31.2 16 23.9 3.91 

D6: 200000 以上 (N=8)  3 7.9 5 2.5 0 0.0 3.46 

D7: 空白 (N=32)  2 5.3 23 11.6 7 10.4 3.86 

家庭 

背景 

E1: 单身 (N=69)  9 23.7 39 19.6 21 31.3 3.75 

E2: 伴侣无子女 (N=70) 12 31.6 47 23.6 11 16.4 3.78 

E3: 伴侣有一子女 (N=29)  1 2.6 22 11.1 6 9.0 3.89 

E4: 伴侣有两子女及以上 (N=136) 16 42.1 90 45.2 26 38.8 3.81 

总均值得分 2.79 4.41 3.36  3.80 

占 总 样 本  12.5%, 立 场 中 立 者 占 最 大 比 重  22.1%, 

三者的分布比例差别较大。 

如表 1 所示, 各类型环境态度的人口统计学特

征如下。近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有: 男

性比例稍高于女性, 68.3%的受访者年龄介于 16~39

岁, 76.3%的游客学历为职业中专及以下, 52.6%的

受访者年收入少于 5 万元, 23.7%为单身。因此可

以总结, 近人类中心主义大多为单身年轻人, 收入

较少, 学历中等偏低。近生态中心主义的人口统计

学特征有: 女性比例稍高于男性, 57.8%的受访者年

龄 介 于  30~59 岁 , 45.1% 具 有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 

58.8% 年 收 入  5 万 元 及 以 上 , 56.3%为 伴 侣 有 子

女。因此可总结, 近生态中心主义者大多是年纪长

者 , 收入较高 , 有较高的教育背景 , 家庭情况为伴

侣有子女。立场中立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有: 男性

比例高于女性,  58.2%的游客年龄介于 20~49 岁, 

85%的受访者学历为高中以上至本科, 71.7%的受访

者年收入介于 2 万~20 万美元之间, 31.3%的受访者

为单身。因此, 立场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介于近人类

中心主义与近生态中心主义两者之间, 较偏向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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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学历组对环境态度的方差检验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n education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attitude 

量表维度 统计值 

不同年龄层受试者(N=304) 

F p 
Scheffe 

事后比较 C1 
(N=2) 

C2 
(N=108) 

C3 
(N=47) 

C4 
(N=95) 

C5 
(N=30)

C6 
(N=13)

Q10-1 
平均数 2.500 4.073 3.957 4.189 4.167 4.429 1.721 0.130 

C1<C6 

标准差 0.707 1.064 1.122 0.854 0.913 1.089   

Q10-2 
平均数 1.500 3.636 3.745 3.305 3.500 3.357 2.295 0.045* 

标准差 0.707 1.247 1.132 1.247 1.106 1.082   

Q10-3 
平均数 3.000 3.037 3.085 3.253 2.867 2.929 0.840 0.522 

标准差 0.000 1.113 1.100 0.922 1.224 0.997   

Q10-4 
平均数 2.000 4.500 4.170 4.400 4.448 4.857 3.246 0.007* 

标准差 1.414 0.974 1.204 1.124 1.055 0.363   

Q10-5 
平均数 3.000 3.573 3.723 3.663 4.000 4.643 2.623 0.024* 

标准差 1.414 1.200 1.155 1.208 1.083 0.842   

Q10-6 
平均数 1.500 3.927 4.213 3.937 3.933 4.571 2.221 0.052 

标准差 0.707 1.425 1.141 1.398 1.413 0.852   

总体量表 平均数 2.25 3.791 3.816 3.791 3.819 4.131   

说明: C1: 初中; C2: 高中; C3:  职高; C4 : 学士; C5: 硕士; C6: 博士。Q10-1: 动植物之所以存在, 首先是因为要为人类所用; Q10-2: 

人类有权改变自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Q10-3: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与自然和平共处; Q10-4: 当人类破坏自然时, 经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Q10-5: 自然界的平衡很脆弱, 易破坏; Q10-6: 动物和人类具有相同的生存权利。*表示 p≤0.05 的条件下显著。 

类中心主义。 

2.3  方差分析和雪费法事后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Scheffe 事

后比较法检验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对环境态度的差

异性。首先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在环

境态度上的差异 , 发现男性受访者在问项“当人类

破坏自然时 , 经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问项上得

分在 p≤0.05 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高于女性受访

者。此外女性均值得分略高于男性 , 二者都高于

3.5, 归属偏生态中心主义。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Scheffe 法事后检验其

他人口社会学特征(不同学历、收入和家庭情况群

组对环境态度的差异性表现), 得到以下结果。  

1) 不同年龄组对环境态度在 p≤0.05 的置信度

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均值得

分最高的是小于  16 岁年龄组 ; 均值得分最低的是

大于 60 岁年龄组, 不同年龄组的环境态度均值介

于 3.65~4 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 

2) 不同学历群组对环境态度在 p≤0.05 的置信

度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最低表现为初中及以下

(2.25), 而最强表现学历组为博士学历(4.05), 博士

组的环境态度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组(如表  2

所示)。但是总体而言, 除初中及以下学历组外, 其

他学历组受访者环境态度都大于  3.5, 归属偏生态

中心主义。 

3) 不同收入群组的环境态度在 p≤0.05 的置信

度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最高表现收入组为年收入

10 万~20 万群组 , 最低表现为年收入 20 万以上 , 

不同收入组的环境态度均值介于  3.46~3.91 之间 , 

无显著性差异。 

4) 不同家庭背景群组对环境态度在 p≤0.05

的置信度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最高表现收入组为

伴侣有一子女群组, 而最低受访者家庭背景为单身

群 组 , 不 同家 庭 背 景 的环 境 态 度 均值 介 于 3.75~ 

3.89 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 

除人口统计特征外, 还进行了不同行为特征对

环境态度的方差分析(表 3), 具体结果如下。 

1) 旅游经历对环境态度在 p≤0.05 的置信度水

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初次访问者的环境态度较

低, 而重游者的环境态度较高。此外, 旅游行为中

检验了目的地消费额和停留时间对环境态度无显著

性影响。 

2) 信息来源在置信度 p≤0.05 的水平下具有显

著性差异。旅行信息主要检验来自自身经历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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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旅行经历、信息来源和重游意愿对环境态度的方差检验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n tourist behavior, information source and willingness to revisit in wildlife tourism risk perception 

量表维度 
旅行经历 信息来源 重游意愿 

F Sig. F Sig. F Sig. 

动植物之所以存在, 首先是因为要为人类所用 1.423 0.234 5.318 0.022 7.474 0.007 

人类有权改变自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0.973 0.325 3.411 0.066 5.582 0.019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与自然和平共处 4.852 0.028 0.747 0.388 2.788 0.096 

当人类破坏自然时, 经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3.852 0.051 8.675 0.003 0.578 0.448 

自然界的平衡很脆弱, 易破坏 0.160 0.690 0.319 0.572 0.439 0.508 

动物和人类具有相同的生存权利 0.468 0.495 5.834 0.016 0.667 0.415 

 

 
途径(报纸、网络、电视、朋友)的差异性。 

3) 旅游同伴在置信度 p≤0.05 的水平下无显著

性差异。旅行同伴主要检验了独自一人和有同伴陪

同两群组。 

4) 满意度和重游意愿。其中是否有重游意愿

的群组的环境态度在置信度 p≤0.05 的水平下有显

著性差异, 其中有重游意愿群组的环境态度显著高

于无重游意愿群组。游客对目的地旅游是否满意群

组的环境态度无显著性差异。 

3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为案例地, 

通过改良生态范式量表分析、t 检验和方差检验等

定量分析方法, 对受访者的环境态度总体表现程度

及人口学特征差异进行检验,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采用国际通用的改良新生态范式量表, 衡量非

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者的环境态度。依据量表

均值得分, 总体受访者的环境态度均值为 3.802, 归

属偏生态中心主义, 说明受访者总体立场明确, 对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接受非人类中心论, 即赞同人类

受自然规律支配, 自然平衡脆弱, 地球存在增长极

限, 并可能经历生态危机, 人类对环境状况应该有

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采用 K-means 聚类方法, 根据改良新生态范式

量表, 受试样本被分为 3 类: 近生态中心主义、立

场中立者和近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态度不同的受访

者在社会人口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近人类中心主

义大多为单身年轻人 , 收入较少 , 学历中等偏低。

倾向于支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 认为“人类有

权改造自然以满足其需要”、“人类生来就是要驾驭

自然的”、并且“最终将会控制自然”, “将人类凌驾

于自然之上, 视为宇宙的中心存在”。同时, 他们还

具有技术至上主义倾向 , 认为“人类的智慧将保证

地球不会变得不可居住”。近生态中心主义大多是

年纪长者 , 收入较高 , 有良好的教育经历 , 且有伴

侣有子女。因此, 立场中立者人口学特征介于近人

类中心主义与近生态中心主义两者之间, 较偏向近

人类中心主义。 

运用方差分析和  Scheffe 事后检验发现 , 在人

口学特征中只有性别和学历对环境态度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 该结论与罗艳菊等[37]的研究结论具

有相似性, 他们研究也发现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

者较多归属近生态中心主义, 而年龄、收入和婚姻

状态对环境态度无显著性差异。在环境态度的人口

特征研究中, 本研究针对不同性别环境态度的差异

性检验结果表明,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在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更多的环境关心, 这与之前对城市居民

的环境态度研究有一致的发现, 如罗艳菊等[37]和李

新秀等[38]的研究。该现象被认为是城市“生态女性

主义”初露端倪的一种表现。角色和社会化理论认

为, 在所有的文化中, 女性都被社会化为“照顾者”

的角色, 而男性则被教育培养为更加独立和具有竞

争性的角色, 因此导致女性比男性更易对生态环境

怀有同情心[37]。对不同年龄组的差异检验表明, 年

轻人环境态度高于老年人, 但无显著性差异。该结

论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因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

易关注环境问题方面的信息 [38]。对不同教育水平

的检验结果表明, 受教育水平越高, 受访者的环境

态度越好, 与之前研究认为教育水平和环境态度呈

正相关相一致[35]。在婚姻状态上, 根据澳大利亚文

化 , 调整为伴侣 , 非强调婚姻 , 结果发现 , 单身者

环境态度低于伴侣有子女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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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检验了不同旅游行为的环境态度差异性 , 

发现旅游经历、信息来源和重游意愿对环境态度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5)。此外还检验了是否有同伴, 

满意度对环境态度在置信度 p≤0.05 的置信度水平

上无显著性差异。目的地消费额和停留时间对环境

态度无显著性影响(p≤0.05)。其中, 旅游经历中重

游者的环境态度显著高于初次旅游者, 旅游信息主

要 来 自 自 身 体 验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途 径 。 该 结 论 与

Ballantyne 等 [18]的结论一致 : 从长期影响来看 , 野

生动物旅游可以提高旅游者的环境态度。 

本研究作为国内首个环境态度在野生动物旅游

情境实证的研究, 局限性在所难免。环境态度还可

能受到个性特征的影响 , 例如 , 亲和性、开放性、

情绪不稳定性、尽责性以及外向性这 5 大性格特质

呈现不一样的环境态度[19]。此外, 在不同生境和面

对不同物种时, 旅游者的环境态度可能不同[18]。建

议未来研究考虑更多的特征, 如旅游者个性、人口

地理学特征以及更多情境的检验。环境态度与环境

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人们对环境的基本态度

决定了人们对环境的知觉、认识和评价, 决定了他

们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39], 且近生态中心主义者

的确比近人类中心主义者具有更明显的环境友好行

为意向。本研究并没有直接验证环境态度对环境行

为的预测力, 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化野生动

物旅游环境态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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